
社区，既是政府重要的工作领域，又是大众日

常的生活空间。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始自1986年

民政部提出“社区服务”要求：以社区为平台，承接

原先由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承担与处理的部分社

会事务和社会问题。历经数十年发展，2010年国务

院办公厅提出“社区建设”任务：政府指导与社会共

同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力量，解决社会问

题。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推进社区、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机制建设，提高社区

治理水平。在我国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形成了“基

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发育”2种取向的持续双

向互动[1]：前者通过政权重心下沉来加强对基层社

区治理，后者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形成资源汲取

与利益表达机制。因此，社区居民在物质与精神层

面的需求是在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文化生活中得

到满足并与时俱增的。为此需要通过社区组织与

文化建设来构建政府与社区间相互合作的社区自

治系统[2]。

作为社会性生活文化的非遗一直生存于城市

居民生活场域的社区中。社会转型使得非遗始终

处于一种不断转换、调适的变迁过程中，并在延续

其主要原生功能的前提下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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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功能，即在表征农耕文明精神信仰与风俗习惯

的底色中日益增长出城市化的公共精神与社会进

阶的积极复兴。非遗在这种再生产的力量中主动

或被动地获得传承与发展[3]。城市民间武术作为非

遗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是社区生活文化，

还是一种社区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

既往城市民间武术研究认为：在非遗保护前提下，

城市民间武术依托学校教育、大众锻炼与国际化传

播等途径来实现传承[4]；自《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

施以来，城市民间武术不仅是政府日益关切的现实

问题，还是挖掘武术文化资源、扩大全民健身受众

的实际助手，更是社区文化品牌建设的实践抓

手 [5]。这些研究对推动城市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积

极的学理建构与实践指导，但尚未拓展至新时代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

中，并落脚于社区治理来具体研究其发展路径。

本研究在文献资料梳理的基础上，通过2015—

2018年历经 4年的安徽省合肥市“非遗”项目“张氏

大洪拳”的田野调查，以社区治理的视角，在“非遗”

谱系化、生活化、社会化的三重维度上分析框架其

经由“乡土拳种、城市技艺、文化遗产”的历史过程，

以及在“公园、校园、赛场”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实

践中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具体做法，从而取得其参

与社区治理的发展途径。

1 城市民间武术谱系化传承

作为一种乡村自治方式，民间武术是对中国社

会礼治传统的承接与活用，并在国家治理与地方民

俗发展之间建立良性的共生互动关系[6]。在城镇化

发展中，乡村民间武术的“组织秩序、文化信仰和活

动方式”随着城市移民而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并

在“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的双重作用下，

被构建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公共文化。城市民间武

术已然成为一个融入多元生活方式的文化谱系，即

城市民间武术事项在结构上是城市文化“整体性与

多元性”的表征、在功能上是民间组织与社区居民

“互动性与认同性”的表征[7]。

1.1 乡土拳种的生存理性与伦理本位

合肥市张氏大洪拳系张世宏之父张传正

(1916—2001年)由江苏传至合肥。访谈获悉：张传

正祖籍江苏沛县朱寨乡人，1927 年师承刘修信

(1901—1968年)，精习武当大洪拳械十余载，又在其

师引荐下受益于三晃膀大洪拳名家邓洪先，尽得三

晃膀之精要（2位师傅均是当时沛县武术界的领军

人物，他俩互相授艺，并约定两家拳并为一家拳，统

称大洪拳）。张传正深谙大洪拳械的精髓，出师后

曾游历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寻

师访友，兼收并蓄其他拳种优点。1950年张传正由

南京浦口至合肥火车站工作，成立铁路业余武术活

动中心，开始在合肥设场收徒，该拳便在合肥传播

开来。

由于拳师们长期生活在特定地域上，在一定时

期内保持着相对孤立的武术圈子。田野调查从张

世宏处获悉：江苏丰县顺河乡仇庄的张建（1786—

1865 年）自 14 岁起，师随李泰习三晃膀大洪拳 13

年。李泰为河北恩县甜水铺人，曾任清朝皇宫禁卫

武教头，因被陷害而于1799年南下逃难于江苏丰县

顺河乡仇庄村，以行医与打短工为生。偶遇张建之

父张士义，遂成挚友。经张士义引荐，李泰在财主

资助下收徒授艺 18人，张健尽得真传。1812年秋，

李泰获悉风声已过，便回家探亲。临行之际，李泰

嘱咐众弟子，因张健家境最差，规定只有其为养家

糊口可以执收徒传艺之业。并在送师途中的十余

日内，不仅将大洪拳技法倾囊相授，还将武功秘药

和拳路谱牒交给了张健。张健牢记恩师之训，日夜

苦练功夫，终使大洪拳功理、医法、技击融会贯通，

尤其剑法无人匹敌，苏、鲁、豫、皖武林界尊称其为

“剑爷”。为不负师训，使三晃膀大洪拳发扬光大，

张健开门收徒，艺成出师者众多[8]。

从张氏大洪拳的传承谱系中可以发现，乡土拳

种的存续体现出“生存理性”与“伦理本位”的“生养

制度”：“生成”强调其以“生存技术”作为原生性依

据，“养成”强调其在累递传承过程中需要许多阶层

或群体以及观念或信仰加入，反映乡土拳种传承时

间越长，融入因素越多的价值累叠特征[9]。其“伦理

本位”不仅体现出一套独特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表

现为将尊师与对拳种的敬畏相统合于日常生活，严

格限定其行为方式。张健实现了对李泰的拳种传

播之伦理义务，成为三晃膀大洪拳传播丰县及周边

之始祖。在熟人社会里，对乡土拳种继承的责任与

个体生存理性，成为人际关系的礼俗习惯。这种朴

素道义和情感义务，既支撑着乡土拳种的永续实

践，又成为其生养逻辑。

1.2 城市技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进阶

张氏大洪拳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是乡土拳

种转型为城市技艺的文化谱系过程：凭借对武术技

术的反复锤炼与对师承的伦理义务，使动作内涵定

型为身体技术的一部分而代代相传，并在日常生活

的身体实践中成为社会阶层跃升的途径。调查获

悉，张传正初到合肥火车站工作是做装载工，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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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因工作需要而显露出功夫的底色（一人扛起数

倍于工友的货物）。当其拥有一身好武艺被众工友

知晓以后，便在单位文体活动中崭露头角，其表演

的大洪拳及其刀枪棍棒各种器械成为压轴内容。

名声传播开来，最多时将近千人跟着打拳。

张世宏自述：“我几岁时跟着父亲后面练着玩，

慢慢地对大洪拳产生了兴趣。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人要与我比武，人家觉得我父亲会

拳，我也应该有两下子。所以我觉得不能丢父亲的

脸，于是练起拳来也更加勤奋。”自 1976年始，张世

宏“下放”至安徽固镇农场 5年，坚持练拳而成为工

友中的名人，返城之后在合肥火车站工作。2001年

其父离世，张世宏为了完成其遗愿——使曾经辉煌

而眼下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拳种发扬光大，便产生了

强烈的传承大洪拳的责任感。在尝试开大洪拳训

练班失败之后，于 2003年开始广收弟子，尤其是接

收了 4位高校武术教师作为入门弟子，传拳大为改

观。2013年初，主动辞职离休，一心发扬拳法；师徒

共同努力，积极“申遗”，当年以“张氏大洪拳”为名，

被录入合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作为身体技术的大洪拳，功法上强调调动内

气，以气发力；技法上以马步桩为根基，攻多崩炮，

防多截肩，拧腰晃膀，肘捶相连；架势讲究八大纲

领：大、小、屈、伸、刚、柔、发、聚（大则气运周身，是

静中之动；小则芥子藏身，是动中之静；屈是屈中有

伸；伸是刚中有柔；刚是水火济济；柔是气海丹田混

合之气；发是气随捶发，足落捶打；聚是聚于气海，

存于丹田（张世宏口述））。在经历“三年架子两年

锤”之后，一方面提高身体运动素质与集体健康促

进，另一方面大洪拳的架、锤对心理与精神层面产

生稳重与纪律感，提高内在秩序感。调查得知，张

氏大洪拳门下弟子就有通过多年习练该拳而考上

体育院校，甚至成为飞行员的。其他不少师兄弟在

社会各个阶层（如火车站领导、公安干警等）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作为城市技艺

的民间武术，其社会功用较好地解决了技艺之“可

得”与“善用”的统一问题。城市民间武术习练者在

以生活为质料的持续训练中习得技艺之中蕴含的

德性，从而实现其“技艺”人生[10]。

1.3 非遗项目的生活回归与公共理性

张氏大洪拳继2013年被录入合肥市非遗名录，

于 2017 年 10 月又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

录，即从隐蔽的边缘文化成为公开的公共文化，一

改以往在名称上游离于“三晃膀大洪拳”与“武当大

洪拳”之间的尴尬与不便。作为“非遗”项目的张氏

大洪拳，在向政府“宣誓”时承诺，其共同体“为武术

文化的代代相传奉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一如既往传

教弟子，培养下一代武术苗子，为全民武术健身运

动的开展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省武术协会与武术管理中心机构代表也表明

了政府的主张，在认同张氏父子为传统武术的传承

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希望其为安徽武术文化的繁

荣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作为安徽省非遗项目的公共文化，张氏大洪拳

共同体将乡土拳种的传承伦理义务和城市身体技

艺，与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结合起来。政府在

近年来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提出了生产性保护方式，

而生产性保护最重要的主体是民众而不是政府。

因此，非遗保护要与当前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

来，在满足社区居民日常需求中持久传承[11]。政府

不仅通过资助的方式，鼓励张氏大洪拳以代表合肥

市的名义参加境内外各项传统武术竞赛，还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要求张氏大洪拳在市区开展各项武

术汇演与各种武术健身指导活动，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的能力和效果。而张氏大洪拳共同体则借助政

府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扩大传播范围，找回武

术爱好者，还吸引了政府组织来的广大群众成为新

的武术爱好者，同时在服务过程中锻炼了本门弟子，

巩固了共同体的凝聚力，起到了传承、保护和发展自

身的目标。“非遗”化的张氏大洪拳公共文化活动也

更好地满足了合肥市，特别是瑶海区群众的健身与

文化需求，实现了自身的群众化、生活化目标。

2 城市民间武术生活化服务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功能上互

补。鉴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社

会组织应该更多地扮演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12]。

在目前的城市社区发展中，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社

会组织的参与愈来愈重要，而社区社会组织是独立

于政府部门和市场之外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领

域，为城市社区治理和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动力[13]。

张氏大洪拳在“公园、校园、赛场”的结构主义实践

中服务于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并在健康、休闲、教育

及文化欣赏等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需求

中取得可持续发展机遇和传承动力。

2.1 服务城市公园武术健身人群

城市民间武术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健身休闲中

实现了自我生存空间的拓展、受众范围的扩大、文

化共享的加强。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植被葱葱的

城市公共空间是居民开展健身休闲活动的基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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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且直接影响到健身休闲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以

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因此，城市公共空

间重构对城市民间武术提供了生存基础。作为我

国 4个最早“国家园林城市”之一，生态城市合肥建

构了“园在城中、城在园中、城园相接、园城一体”的

城市格局。在瑶海生态公园内，周末聚集大多在

7～17岁、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习

武弟子们，在该研究会会长张世宏的指导下，习练

着刀、棍、拳、镖 、钩、拐等，吸引众多游园者与一些

送孩子来习武的家长在此驻足观看，成为公园里的

一道靓丽的“武动”风景线。

自2009年暑期开始，为庆祝安徽省第一个全民

健身日，也为了扩大本门拳术的社会影响力，张氏

大洪拳将在市里一个家具市场前空地上习武的“拳

场”，“搬迁”到了瑶海区生态公园，在拳场周围还做

了一些介绍本门拳种由来与主要内容的广告展板，

组织本门弟子定时展演。从此便矢志不渝，坚持每

周进行周末2天的训练，从不间断；历经6年多的发

展，规模日渐庞大。习武人群主要有2种：其一为本

门弟子，周末下午两时许，他们先是在张世宏老师

家小区内僻静的广场上，练习本门的高级套路，之

后再到生态公园广场与社会人员一起练拳；其二为

社会人员，下午四时许，主要是来自周边小区的中、

小学生和极少数大学生，出于锻炼身体的动机前来

习武（极少数学员准备走武术专业道路），主要习练

本门的初级套路。全部习武人员都是免费学习，张

氏大洪拳研究会老师们义务指导。

学员家长从事的职业比较广泛，如建筑商、汽

车配件商、信息通信设备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

业员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等。每到训练时

间，学员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准时到场参加习练已

成为常态。每次授拳内容是从基本功和基本入门

套路开始：先是入门的大弟子组织社会人员练习基

本功，入门的小弟子在其中充当骨干，带领练习；之

后是张世宏老师传授初级套路，其弟子们指导大家

练习。而传承人们则在广场较前部位习练各式套

路，如张氏大洪拳特色内容关西架、关东架、三晃

膀、活腰架、太平架等套路，马门锤、坡练锤、长打锤

等对练技艺，牛心双拐、九节鞭、双鞭、大梢子棍等

器械，以及鹰爪功、擒拿术等功法。

2.2 拓展高校武术文化传承内容

目前安徽省高校的武术教师，大多数是师范大

学体育教育专业武术专修的毕业生，他们在校所学

内容为武术基本功和初级长拳、24式太极拳、武术

国际推广套路和少许攻防实战类技术。当他们从

事高校武术教育时，面对没有习武经历的大学生，

无法就个人所能进行武术教学，原因是普通大学生

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兴趣习练这些套路技术，所以

存在较多改教跆拳道或散打，甚至改教别的体育项

目的现象。

田野调查发现，张氏大洪拳自 2003年开始，先

后投师其门下的师范大学武术专业毕业生有徐飞、

杜卫提、朱亚伟和张金宏4人，在拜师学艺与高校武

术教学中的双向实践中，逐渐形成基本动作—基本

功—动作组合—入门套路（太平架、谭腿等）—拉架

子（关西架、关东架等）—器械（四门刀、齐眉棍

等）—对练（马门锤）—功法训练（站桩、靠背、排打、

徒手鹰爪八式功等）等练功习武步骤，并在教学相

长的经验中逐渐编排出“教师好教、学生好学、竞赛

好组织”的经典套路与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

张氏大洪拳的“四大弟子”在考入高校之前都

有一定的武术情缘，如徐飞是1986年经亲戚介绍随

合肥火车站一邢姓师傅练习道家气功、陈氏太极拳

和少林基本功；杜卫提出生在武术之乡砀山，从小

随其表叔练习武术；张金宏从小在淮南市随安徽理

工大学张老师练形意拳；朱亚伟也在中学阶段学练

过武术。拜师学艺便开始了“换劲”历程。如其所

言，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国家竞赛套路和散打，总

体的套路难度比较大，感觉它仅仅是体育项目而

已，无从感受到中国武术的“博大”和“精深”。因

此，当他们再次走进课堂教学时，首先其师徒传承

的文化就引起学生好奇，再加上身怀多种“奇异之

技”，以及带领学生在室外习武与各种场合的武术

表演，营造了一种校园武术文化氛围。

2.3 参与武术竞赛与文化展演

除了公园大众武术健身指导、学校武术教育之

外，合肥市张氏大洪拳还积极参加各种传统武术竞

赛。从主办者的视域来看，以拳种为竞赛单位、以

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当下各类传统武术竞赛，其实是

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一种抓手；而对参与其中的某

个拳种传承人而言，参与竞赛却是光大门派、增加

社会影响力、锤炼继承人身心、扩大自身社会资本

的一种有效途径[14]。

在 2003年之前，全国传统武术比赛较少，竞赛

信息传播不畅，习武群体参赛意识不强，以及参赛

收费等经济方面的原因，张氏大洪拳没有参加过任

何传统武术比赛。自高校武术教师群体进入该门

时，以徐飞为例，从2004年开始，参加了郑州传统武

术节、全国传统武术交流大会、北京东亚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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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北京国际武术文化交流大会等全国性的传统

武术竞赛，安徽、西安、江苏、浙江等地方性的传统

武术比赛，获得传统拳术三晃膀、关西架，传统器械

牛心双拐、大梢子棍，对练波莲捶、马门捶、梢子棍

进枪、大刀枪、盘龙棍等项目，获得金、银、铜共计30

余枚奖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让很多张氏大洪

拳的弟子逐渐成熟、成才，成为高校教授、部队军官

以及各类社会良才。

此类比赛的广泛参与，除了近10多年以来赛事

较多原因之外，与该拳传承人张世宏老师以弘扬本

门武术为己任的强烈而认真的决心有关。参加比

赛既能在传统武术界获得知名度，也能在地方媒体

中得到宣传，这无疑有益于光大门户。通过参加一

系列的武术比赛，张氏大洪拳的张世宏老师获得的

“双拐王”的社会声誉，门下弟子也在一些武术门户

网站上展露身体技艺，使得本门拳种逐渐被社会认

知，如安徽经视第一时间、安徽文体频道、合肥故事

广播栏目、安徽公共频道、全球功夫网、上海东方经

视、合肥晚报等媒体对本门拳种都进行了专题报

道，也受邀参加社区内的各类公益表演。

从张氏大洪拳的“谱系化”传承与“生活化”服

务实践来看，武者道德之善与信仰具有内在逻辑，

即将自身的生存实践统一于“武化”与“文化”的结

合上，表征了武者德性是个体性终极信仰，与“超越

性力量、自我意识觉醒、生命价值和意义感构成”相

关联[15]。因此，契合农耕文明的民间武术德性，要积

极应对如何与社会情境相契合，从而实现城市民间

武者德性的必然性与道德行为的恰切性。当前国

家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社区治理，而武者在服务国家

建设中，以德性涵养生命情怀，缓解自身焦虑，以构

建生命价值与意义。实际上此过程也是中国古代

武者德性思想对现代城市民间武术德性践行的文

化召唤，成为武术传承价值层面的底色阐释，将服

务社区大众日常需求与公共文化建设相结合地“累

代专门”传承武术。

3 城市民间武术社会化存续

社区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

体现。2017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要推进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机制建设[16]：一是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手段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

治理和服务，二是通过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来激

发社区活力，三是通过社工专业化服务来建构社区

公共服务水平。城市民间武术在社区治理大环境

中谋求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社区建设”“社团培养”

“专业社工”的“三社联动”之社会化存续手段来推

动自身的发展。

3.1 作为社区共同体营造的城市民间武术服务平台

在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认同感和

归属感缺乏”“合作精神和能力缺乏”“人际关系冷

漠”“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原因主要是基于发展

主义思路下城市社区治理过多“强调经济发展，忽

视公共性建设”[17]。对此，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高

居民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推动社区公共性生

长是整个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落脚点则是在社

区自治组织的建设、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以及社区

公共活动的开展上[18]。因此，应充分发挥社区在“三

社联动”中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基础性平台作用：

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促进社区服务的社会

化，满足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营造社区共同体

氛围。

瑶海区以开展文化活动为纽带，将社区内各行

各业各阶层居民联为一体，广泛开展具有共同文化

观念、民俗习惯、审美情趣的公共文化活动，提供从

实践到精神、从外在到内的文化资源共享服务，旨

在强化社区意识，提高居民群体认同与社区文化认

同。首先，针对社区中老年锻炼太极拳、年轻人活

动不足的现状，张氏大洪拳积极开展年轻人武术健

身活动。近 8年坚持，当初的初学者已成为社区内

传拳授艺的骨干，实现了社区居民服务社区的目

的，因为他们既是社区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区文化

的受益者；其次，发挥社区人才优势，在传统节庆日

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张氏大洪拳发挥自身武术

文化特色，一方面坚持日常的武术健身指导，另一

方面则做好节庆日的武术文化表演事宜。与社区

内其他文体组织一道，每年春节、元宵节、端午节、

中秋节、重阳节、8月8号健身日等，张氏大洪拳都会

参与社区文体集中表演活动，向社区居民传播健身

知识、输送武术锻炼技能、提供精神消费产品，最大

限度地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3.2 作为社区体育组织的城市民间武术团体

作为社区治理重要载体的社会组织，必须发挥

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社区体育组

织是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一，亦是“三社联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依凭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组织团队，在参

与社区治理的原理、要素、路径方面实现社区治理

专业化。在体育成为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时，社区体

育组织既是社区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纽带，其所产生

的邻里关系、公共精神、参与实践等皆是社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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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的基石，又是推动社区治理转型与创新的重要

条件。作为合肥市瑶海区文体组织之一，张氏大洪

拳在服务社区日常生活中促进拳种共同体成长。

张氏大洪拳在社区日常工作与节庆日期间举

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中锤炼队伍：在华府竹丝苑社

区的非遗传习所内，针对社区居民开展的传统武术

文化与健康促进的专题讲座、技术培训、展演排练

等专项活动，形成社区文化特色，实现“一区一品”

文化工程。张氏大洪拳努力建构与社区居民在日

常行为和心理层面之间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在

“手把手”教拳的日常生活中切实地实践传统文化

活动，保持社区居民身体的“物理在场”；另一方面，

借由教拳行为的实施来组织生活、规范生活、美化

生活，保持传统文化认同的“意义在场”。与此同

时，张氏大洪拳也成为社区的一种“社会文化符

号”，作为社区组织而不断地进行着社区治理意义

的生产。然而，城市社区民间武术团体虽在健康促

进与文体展演方面日益专业化，但在其融入社区居

民的生活化方面尚未完成。因此，如何激发广大社

区居民对像张氏大洪拳这样的非遗“社会文化符

号”进行意义生产和意义阐释的积极性，而非被动

的符号消费者，亦是其“意义在场”的重要问题。

3.3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城市民间武术传承人

社区治理的社会工作，“不是一般的协商共治，

而是服务型治理”[19]。既有“三社联动”研究认为，社

会体育指导员要全职融入社会体育组织，为社区体

育指导工作提供人力资源保障[20]。因此，当前社会

体育指导员存在的依据和目标是以满足社区及其

居民的体育需求为宗旨，其介入社区需要社区居民

积极地参与合作，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增

强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发展。城市民间武术传承

人作为社区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专业知

识、价值伦理和工作方法是以“活动”的形式来开展

工作的，一方面满足个体健身休闲与健康促进的需

求；另一方面通过活动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

社区可持续发展。

田野调查获悉，张氏大洪拳非遗传习基地，落

户于瑶海区华府竹丝苑社区，该拳种共同体的核心

成员中有 3位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从江苏沛县跟随

孩子来合肥的卜宪武，从黑龙江鹤岗跟随孩子来合

肥的陈安峰，包括张世宏在内，3人都是幼年习武。

几十年拳不离手地习练大洪拳，对武术有着切身的

健身体验与传承不息的责任感。每周在固定时间

内前往社区练功场地，针对社区内中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与部分居民子女放学后无人照看等问题，分别

设计了中老年人与少年儿童的张氏大洪拳习练指

导项目，一方面，通过武术招式习练来摆脱紧张压

力、消除精神疲劳、平衡生活节奏以及缓解机体衰

老，发挥武术健身功能，并获得心理愉悦、享受社会

生活以及启发人生意义，发挥武术修身功能；另一

方面，通过武术招式习练来规范身体姿态、克服畏

难情绪、培养文化自信、发扬民族精神等武术对少

年儿童的身体教化功能。通过武术传承人专业性

的社区健身活动带动居民广泛参与，促使张氏大洪

拳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同时，优质的社

区服获得社区居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因融入现

代城市生活而给城市民间武术发展提供了宽阔的

生存空间[21]。

4 结语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城市民间武术

作为社会性生活文化内容一直生存于城市社区之

中，对居民有着情感性和易接近性的特点和功能。

借助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城市民间武术以拳种共

同体的形式存在，以武术健康休闲为社区服务主要

内容，将城市居民中武术文化爱好者与健身者集为

一体，并以师徒与师兄弟关系类比“家庭的血缘

性”、以持久的拳场为生活中心、以武德修为为共同

遵守的信念，以超越私人利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为共

同目标与责任。而城市民间武术是通过“依法参

与、健身服务”的 2类原理，“主体行为、人才资源与

专业知识”的3种要素、“中老年健康促进、青少年身

体教化、社区文体展演、武术技能培训”的 4大方式

参与社区治理的。与此相应，城市民间武术在“三

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机制中，将非遗传承人保护制

度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建制相结合，在社区文化共同

体的营造与服务社区居民的平台建设中提高社会

服务水平，从而开拓自身发展渠道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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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从而有助于教师教学，进而有助于金融管

理专业建设。可知，教学课程改革和专业建设一直

在路上，我们需要不断前进。

3.2.2 课程改革的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 1 和观察组 2 均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进步。观察组2比观察组1的教学模式更

有助于学生学习。可见，校外企业实训有助于学生

学习和教学，但究竟把实训课程全部安排在企业，

还是企业实训占更大比重等，我们仍需不断尝试，

不断探索，找出一种更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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